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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口政策争论之我见
宋潇（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建国以来引发争议最多的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更引
发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争议。“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老龄化、出生性别比等社会问题使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
会发展的需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已被提上日程。放开二胎是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解决人口政
策面临新挑战的稳妥方案。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University level, is their psychological maturity, personality and tend to improve and st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self-development goals and career goal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and mental h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ritical role in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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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

越突出， 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选择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
领域的一个热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实
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另一种观点坚持全面放开二胎，就像
上世纪 70 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一个少了，三个
多了，两个正好”。 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已经白热化。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都有其产生的社

会背景与时代意义。 “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胎化”的中国
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存在其不足之处，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个
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更加科学、合理的
生育政策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因而，我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是最佳
选择，但当人口数量控制在恰当的规模后，放开二胎政策，使人口
数量围绕人口更替水平波动是合理的， 它既可以解决独生子女政
策本身的弊端，又可以缓解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胎化的独生
子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一、政策性弊端
（一）对政策理念的错误解读：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独生子女

政策

计划生育是一种随社会现代化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
在 20 世纪中叶与后期，我国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大
力推行计划生育，这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但是，在中国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推行“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把计划生育政策
推向极致的一种做法。 [1]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被视为家庭计划，从中
国看可以说是国家计划，但并不是只生一个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
育就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将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用狭义的独生
子女政策代替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观点。 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采取
一刀切的做法，[2]由于民族、地区、城乡的差异，计划生育存在多元
变式。 [3]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是计划生育走到头了，取消独生子女
政策就是不计划生育的做法是有偏差的。

（二）、对实施效果的偏差评估：总和生育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与 1968 年的 6.45 相比，实施“晚、

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已经接近 2.1 的替代水平。 1980 年以后总和生

育率受底线影响，下降速度有所放缓。 1981 年到 1983 年甚至出现
反弹，超过了 70 年代末期的水平。有学者认为这是过于严格的”一
胎化“政策所带来的逆反性生育造成的现象。 [4]因此就总和生育率
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初，经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经达到比较
理想的水平，采取独生子女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反而面临反弹的威
胁，不利于人口结构健康安全发展。

（三）对具体执行的无效监督：处罚挡不住政策外的“违法生
育”
从微观层面上看， 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不为群众看好的并没

有被很好地遵守的社会公共政策， 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实施独生子
女政策依赖群众违反政策生育的普遍化， 具体体现在群众因违反
政策超生与超生后遭受处罚的范围之大、人数之众。一个家庭的生
育行为应该是理性的，是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后作出的抉择，任何人
都不会轻易的地去违反社会现行的各项法规。 而“违法生育”正是
群众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与受到的处罚相
比，生育第二个子女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处罚付出的成本，这导致
群众即使超生遭受处罚也要生育。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其出发点是
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如此刚性的
政策手段依然挡不住政策外的众多“违法生育”。
二、结果性弊端
（一）出生性别比例失调
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 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无疑是一

种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传统上, 早生多生是家庭满足期望的孩
子性别结构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径。 当个体行动者生育意愿在“
早” 、“ 多” 这两个方面无法再继续体现出来,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
是在 “ 男” 字上做文章。 有研究显示, 如果出生性别比为 106 的
话, 一个家庭要想保证至少有一个男孩, 则需要生育 1.82—1.94 个
孩子。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 性别选择成为
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
高。 [5]因此, 我们可以说,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
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 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1950、1960 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 不仅正常 , 而且十分稳定 , 它
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变化。 这说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原本就是
正常的, 而不存在生理上的偏高。 但自 1980 年代以来,, 随着以控

88-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3691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制出生子女数量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 , 我
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 1985 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 出生
人口性别比都在 110 以上, 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
逐年上升的趋势。 表列出了一年主要年份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
数据。 从中可以发现, 我国出现人口性别比是在逐年升高的。 乔晓
春认为, 1980 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并不表示中国人
没有男孩偏好的倾向, 只是这种倾向在没有人口政策的制约下, 不
是通过直接选择性别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多生育来实现的。 因此,
它没有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实施以后,
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 就只好在追求出生婴儿性别上想办法, 从
而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二）潜在家庭风险增加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

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 [6]随着
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
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
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惊人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
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体，其潜在的
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
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 从现在的眼光
看，“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7]不同风险之间构成了无
法挣脱的锁链， 就好像生态学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
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
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
必然。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
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 1.3， 即育龄妇女平均一
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 1．3 个) 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
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过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
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独生的做法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
的代价。

（三）老龄社会危机加剧
长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 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恰逢生育高峰出生的这批人规模巨大， 而这批人的后代
却相对少。 因此，当这批人陆续进入老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结构即
迅速老化。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 2000 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
准—————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7% ，2003 年已上升至 8.5% 。 并且，
今后十几年，我国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到 2020 年，老龄人口可能
达到 4 亿。 而且我国老龄人口逐步走向高龄化。 到 2050 年我国的
60～69 岁、70～79 岁和 80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分别将是 2000 年时
的 2.7 倍、3.7 倍和 7.9 倍，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亿人。 [8]放
开二胎政策，首先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中青年的不堪重负。人
口迅速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养老负担的增加，必将
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
力。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是“ 未富先老”，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
G D P 5000～10000 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是在不足 1000 美
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很不完善。 [9]特别
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的时候， 他们将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
辈那样依赖于几个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更
多地要转向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 这必将对我国尚不完善社会保
障体制提出严重的挑战。第二，放开二胎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年龄
结构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
力年龄结构也将逐渐趋于老化。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的

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而人口老龄化必
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同时，老化的劳动力也必然会影
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人文关怀道德缺失
在 20 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推崇人口的增长。 在实

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推崇人口的繁衍。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实实在在是严肃道德的问
题。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和繁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一胎化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一个政策。
从人们的自由权的方面，开放二胎是绝对附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因
为节制生育是对生育自由权的限制。 要控制人口过度增长问题的
途径不应该是以限制一个家庭最多能够生多少胎， 而是以发展经
济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方法是比较自然和符合伦理。从家庭伦理的
方面来看，开放二胎可以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在一个家庭
里面，父母自由拥有子和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孩子们拥有自己
的兄弟姐妹， 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大小事务， 在父母年老之
后，孩子们齐齐执行养育父母的责任，是伦理道德所推崇的事情。
而且，在养儿防老的心态下，拥有多个孩子比拥有一个孩子还来得
更保险。从自然伦理来看，开放二胎甚至多胎是从以前就开始延续
的自然定律。繁衍是生物的自然定律，因此，一胎化所引起的节育、
避孕和堕胎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是不符合伦理。 而在节育、避孕
和堕胎的层面来看，是违背宗教的伦理。宗教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
上天注定而且是神圣的， 由社会和人们刻意去控制是违反宗教信
仰。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初衷并非是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来执行

的， 其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第三次人口高峰可能带来的人口资源危
机。 [10]因此独生子女政策部应该等同于长期性的计划生育国策，
完全有调整的可能和空间。 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生育管理
体制改革的最大阻碍，只有调整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管理才有
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才能成为和谐
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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